
1

重庆开埠与传统金融业的现代转型（1891-1937）
1

刘志英，张 格

（西南大学 1.历史文化学院 2.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 要】：1891 年重庆正式对外开埠后，重庆金融业随着开埠而发展壮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金融与现

代金融并不是两条平行线，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金融业不断向现代金融的方向转化，至 1937 年全

面抗战爆发前，重庆金融业虽仍以传统金融为主体，但在逐渐转型过程中明显体现出一系列现代化特征，不仅反映

了中国西部城市走向经济金融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也折射出了西方列强不断深入中国内陆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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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的传统形态是以票号、钱庄、银号、典当等为主体。在整个近代，这些旧式金融机构虽然逐渐走向衰落，但直

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它们在中国不同地区的金融市场上仍起着程度不同的作用。与此同时，代表中国金融业现代化趋向，以

银行为主体的新式金融机构，包括证券交易所、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在近代中国也在逐渐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在

近代，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并不是并行的两条平行线，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传统金融业的变迁，呈现出一条不

断吸收现代金融的先进制度，并逐步向现代金融方向转化的轨迹。虽然近代新式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但

中国金融现代化却并非直接或被迫移植、嫁接西方的模式，而是一个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的过程。

近代以来，重庆虽地处中国西南地区，但也较快地进入通商口岸行列。1890 年 3 月 31 日，中英签订《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

条》，确定重庆作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商开辟从宜昌到重庆的轮船航线，1891 年 3 月 1 日，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附近设立，重庆

成为了西部地区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重庆开埠后，列强不断扩大对华商品输出，重庆逐渐成为了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

岸，开埠给重庆金融业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晚清末年开始，代表着金融业现代化趋向的以银行为主体的新式金融机构

不断扩大发展，体现了西部地区的金融业缓慢地向现代化的迈进；同时，由于与上海为中心的东部现代化金融业建立了密切的

联系，重庆传统金融业也发生着深受现代金融业影响的一系列变化。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①2
，重点探究作为中国西部地区

中心城市的重庆，从开埠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以票号、钱庄为主体的传统金融业在逐渐转型过程中所体现的现代化特征。

一、晚清重庆票号钱庄的现代化趋向

位居西南的重庆，到 19 世纪 80 年代，已经逐步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重心、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的口岸。据统计，1881

年重庆进口洋货量占上海进口洋货量（鸦片除外）将近 1/9。1891 年重庆开埠后，在销售进口洋货的地位上，重庆仅仅次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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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汉口和天津；在许多进口商品中，“重庆作为货物集散重心，甚至超过汉口。”这些洋货自重庆分别销往成都、嘉定、叙

州、绵州和合川等地市场，有些还取道泸州、叙府，继续运销到更远的内地——云南与贵州。
[1]72-73

伴随着如此大量中转贸易的

是金融机构的参与中介与资金融通，出现了大量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也渐行活跃，于是奠定了重庆在长江上游地区金融市场的

主导地位。重庆与下游地区上海、汉口之间资金清算，基本上依靠两地的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的汇划来完成。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山西人创办，产生于 19 世纪 20 年代前后（清嘉庆、道光年间）。票

号以汇兑为主，兼营存款借款等，其汇兑业务是为了适应埠际贸易的开展，解决不同地区间由于长途贩运而形成的债务清算和

资金平衡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承担了城镇间的货币清算，以汇兑方式代替现银输送，节约了社会劳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山西票号的产生就始自山西人在重庆、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从事颜料店经营的商业活动中，从初期兼营汇兑业务中逐渐脱离

出来，成为专业汇兑的金融组织。
[2]12-13

票号实行的是总、分号制的组织结构，来重庆开设分号的票号主要为山西帮（又称西帮或西号，历史悠久，力量雄厚）和

云南、浙江帮（又称南帮，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据相关资料记载，清同治、光绪年间，为重庆票号的极盛时期，以后逐

渐走向衰落。重庆在最盛时有票号 28 家，其中除南帮票号天顺祥、兴顺和（云南帮）、源丰润（浙江帮）3家外，其余 25 家均

为西帮票号。
[3]77

19 世纪 80 年代，重庆设有 16 家山西票号，已垄断了邻省的主要业务，同时也在广州、长沙、汉口、贵阳、南昌、北京、

沙市、上海、天津、云南、芜湖各地设有汇兑代办处。每家票号都握有白银 10 万两乃至 30 万两的资本。与官府联系紧密是票

号的一大特色，这 16 家票号足有半数可以认为半官方机构，因为他们经手相关的各省汇到北京户部财库的公款，此外，还担任

汇兑捐纳官职的款项并转发文凭、执照等事。
[4]66

除山西票号外，云南人王炽于同治十二年（1874 年）在重庆创办的天顺祥票号是清末一家重要的南帮票号。它因与重庆地

方政府联系紧密而很快发展起来。清政府在重庆设立的最高行政机构为川东道，同治末年，川东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 3

万两，道台向重庆商界洽借，却没有一家愿意借款。而天顺祥票号却一口应承，且不要利息，垫支 3 万两，解救了川东道的燃

眉之急。此后，光绪六年（1881 年），川东道台唐炯，兼署四川盐茶道，督办四川省的盐务，为改善以自流井为中心的川盐生

产设备，急需白银 10 万两，向重庆商界筹集而被拒，王炽的天顺祥票号不仅答应借钱，还仅用 8 天时间便将 10 万两白银全数

筹足。
[5]60-61

天顺祥票号通过对重庆及四川地方政府的借款，不仅加强了与当地政府的密切联系，更是在商界竖起了信誉，逐渐

成为清末重庆南帮票号的代表。

清末重庆的票号，专以经营凭票汇兑为其主要业务，票号内部无一定之规章，大抵由财东出资，交付“管事”或“大掌柜”

经营，而“管事”对于号内事务，具有操纵处理之大权，除经营凭票汇兑外，并兼代当地绅商官户捐纳功名，集收官场存款，

以及代汇京都解款与代缴公款等业务。晚清时期重庆重要的票号有：日升昌、百顺通、协同庆、协同信、新泰厚、乾盛亨、中

兴和、晋昌升、源丰润（浙江帮）、源丰久、三晋源、乾盛晋、永泰蔚、蔚泰厚、天成亨、存义公、蔚盛长、蔚丰厚、大德恒、

大德通（云南帮）、天顺祥（云南帮）、兴顺合（云南帮）。
[6]

重庆开埠促进了当地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传统金融业的发展，这种发展既表现出机构和业务总量的大幅增长，也

表现在由参与国内贸易到参与进出口贸易的转变。到光绪十七年（1891 年）重庆设立海关时，重庆已有票号 23 家，自流井（自

贡）、内江、万县、顺庆（南充）、嘉定（乐山）等城市，均有票号的代理机构。
[7]2
1891 年重庆洋货净进口为 137 万余关两，

1894 年便增加到 510 万余关两；同期，土货出口额也从 138 万余关两增加到 500 万关两，四年中进出口值各增 3 倍多。随着重

庆输出人贸易的开展，大宗棉纱的购买，大量农副产品的外销和烟片买卖等商业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以及由此引起的各地区间

金融调拨和清算的巨大需求，迅速推动了传统金融业的发展。从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到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重庆票号的力量

也有了较大的增长，能够左右当地金融市场。
[1]108

迨满清逊位，共和肇成，官场存款以及代缴公款等业务，因事变境迁，不复存

在，票号至此逐渐衰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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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钱庄比长江中下游城市出现晚，大约是在清朝初年，当时称为钱铺，从事银两和制钱的兑换，即经营换钱之店铺。

“钱铺买卖另星，俱对客成交”，并无钱市和经纪。
[1]3

而重庆钱铺最初的汇兑业务主要依赖于票帮，“凡遇汇兑事务发生必向

票帮介绍，形同经纪，代人汇兑，每千两约得用钱二三两而已，俟后商业日渐发达，汇兑业务日多，业钱铺者，资本起初至多

三数千两，经手既久，能得票帮信用，赊与期票，放以款项，转贷他号，以收运用之益。”
[6]
当时贩运棉花的花帮比较兴旺，钱

铺于是将钱贷与花帮，运往沙市、汉口等地，购买棉花。钱铺或钱摊，大多设在重庆较场口及关庙街等处。光绪初年，换钱摊

铺布满各街，依此而谋生者，在数百家以上。光绪二十年（1894 年）间，市面禁用毛钱，其利遂微，难以维持，换钱摊逐渐减

少。于是，钱铺便依赖票号的扶植做汇兑，其资本虽仅三数千两，但资金运用，能渐趋灵活，业务亦随之发达，遂有钱帮公会

之成立。在清光绪年间，重庆钱铺即有上半城与下半城之分：上半城大都设在较场关庙（即今民权路之旧址）一带，悉多专营

换钱业务；下半城则设在陕西街（今之陕西路）一带，大半皆兼营倾销，汇兑贷款等业务。
[8]
这些钱摊、钱铺就是重庆最早的钱

庄。相对而言，钱摊资本较少，一般不过几十两到百余银两，业务为兑换制钱，且始终无多变化。自从银元和铜元开始流通后，

市场上制钱逐渐消失，钱摊业务就由兑换制钱转变为兑换铜元。只有钱铺发展迅速，它们的资本比钱摊多，一般为四五百银两，

也有数千两的。清同光时期，重庆主要的金融机构是票号，它们的业务对象是地方政府和官吏士绅，与商场的往来较少，故重

庆城市中商贩的资金周转大多依靠钱铺融通。钱铺因历年获利的关系，资本逐渐雄厚，开始办理存放业务，如同生福钱庄，就

是由钱铺直接改称，并成为晚清时期重庆比较有名的钱庄。民国建立后，因长期与清廷官府利益过分捆绑，导致重庆票号由于

政局突变而带来重大损失，纷纷倒闭，于是钱铺乘机正式改为钱庄，并替代了票号曾经的地位，成为重庆金融界主要行业之一。

晚清时期，票号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操纵着重庆的金融市场，重庆汇兑主要由票号经营，重庆的钱业虽然参与其间，但主要

是代票号经手汇兑，获利甚微。加之当时轮船不通，重庆、宜昌交通水路，全恃木船，每立汇票，必先期一个月，并须向票帮

预定，若外埠汇兑，到期未能售出，必须下比（即下半月）始能售出，则折耗半个月之利息。宣统年间，各汇兑钱铺，资本日

益雄厚，上下货运，日渐发达，汇兑款项，不复仰仗于票号，而操诸钱铺之手，于是钱铺始向外埠开庄立号或委托他人代理，

自行立票交兑，再不依赖票帮。
[8]
重庆票号与钱庄业务对象还有着明显差别，一般而言，票号与一流商人交易，钱庄与二流商人

交易。虽两者皆做存放款业务，但显然票号占据着主导地位。

自 1891 年重庆开辟为商埠后，银两就从陆路和水路涌到四川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和分配中心，而票号则掌控着与邻省及国内

主要城市的汇兑业务。尽管因汇兑地点、商业情况以及时令季节，汇兑比率变动甚大，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渝平银 100 两与各

地银两的兑换还是有一个大概的比例，表 1 即反映出从 1892-1901 年间，重庆市场中渝平银与各地银两及交易不同商品时的比

价表。

表 1 1892-1901 年渝平银与各类平银之比价表

平类 海关两 平类 海关两

渝平 100.00 顺庆平 100.27

云南平 100.34 夔府平 98.73

贵州平 100.21 自流井平 99.63

成都平 100.20 盐钱平 99.85

嘉定平 100.98 杂货平 100.2

叙府平 101.20 广货匹头平 100.1

泸州平 100.60 棉纱平 99.92

西充平 100.93 缎子平 99.92

沙市平 100.60 水银平 99.92

绵州平 100.68 棉花平 101.43

资料来源：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1876- 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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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随着重庆开埠，重庆内外贸易增多，银两的兑换更加复杂。从地域来看，在重庆与各地的银两兑换中，邻省

贵州和云南来的银两为数不多，而与四川省内各地以及沿长江沿岸的城市兑换频繁，特别是从上海用汇票兑来的大宗款项，比

如鸦片贸易每年多在夏初，上海鸦片市场最旺盛时将款项以汇票兑到重庆，由重庆运进内地收购鸦片的生银逐渐又返回重庆投

资于购买洋货。

重庆开埠，不仅促进了重庆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积极参与进出口的商业贸易活动，而且在流通领域活跃之外，

还进一步将从商业贸易中赚取的利润投入到当时逐渐兴起的近代工业与交通领域。如重庆的南帮票号天顺祥票号，在洋务运动

开展的 1887 年，就曾帮助在云南的总号在四川为云南铜矿承办招股业务。再如在清末的商办铁路运动中，1907 年从官商合办改

为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在重庆、宜昌、成都、上海四地集掖股款，并且分别储存在上述四地票号和商店的达 681 万余两。
[1]177

重庆票号也参与了为川汉铁路公司收存股款的业务，其收存的铁路股款为 1395965 两之多。川汉铁路公司曾与四川机器局联合

在重庆设厂，试办祷造铜元。在购置机器、建造厂房中，除提借地方政府存放当铺、盐局生息款 100 万两以外，并向票号借款

50 万两。
[9]390-391

这表明重庆票号从融通资金上对商办川汉铁路事业的创办与经营的支持。

总之，晚清时期的重庆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在西方列强对中国从东向西不断扩大侵略过程中，尤其是随着重庆

的开埠，其业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票号、钱庄的资本由参与国内贸易拓展到积极参与进出口贸易，这一转变，为外国商品

内销中国西部内陆及外国侵略势力掠夺中国西部土特产开辟了道路。同时，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扩大了自身的力量。以汇票、

庄票为手段的信用制度得到日益完善，传统金融机构不仅参与近代商业贸易成为新型贸易体系的融资中枢，而且还向资本主义

工矿交通企业投资或提供融资服务，这些转变共同促使了传统金融机构从传统向早期现代化的转变。

传统金融机构都曾顺应经济环境变化做出了某些改变，但票号与钱庄因做出的选择不同，导致不同的命运。票号从根本上

并未脱离合伙制的窠臼，固守传统的经营思想和忠实为体、勤俭为用的理念，且业务过分依赖官府。尽管票号建立了庞大基业，

把机构扩展到全国八九十个城镇，拥有横跨大江南北的全国性经营网络，但还是由于其内部缺乏创新精神与服务社会的观念，

最终还是跟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而走向终结。相较于票号，钱庄则较为独立，不依赖于官府，且较注重吸收现代银行的经营理念、

运营方式，最终能够在动荡不定的时局中生存和发展。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钱庄的现代转型

民国建立后，由于票号相继收歇，作为传统金融机构主要代表的票号退出了重庆金融市场的历史舞台，钱摊、钱铺正式改

为钱庄，真正成为重庆传统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与此同时，晚清时期的典当等传统金融机构在重庆也得以继续保留下来，并

得到一定的发展。因此，从民国建立以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的传统金融机构主要以典当和钱庄为主，其中钱庄的实力最

强，成为重庆金融市场中的主体。

民国以后，重庆传统金融业的主体是钱庄，他们逐渐强大，其活动范围，亦日渐扩大。据统计，到 1913 年底，四川钱庄达

243 家。
[10]
其中重庆钱庄在 1918-1919 年间进入极盛时代，共有钱庄 50 余家。以后逐年减少，到 1925 年，减至 30 家。1927 年

初，钱庄又回升至 49 家。
[11]122

但好景不长，此后政局动荡，钱庄倒闭、歇业不断。1930 年时，重庆全市有和济、协和等 30 余

家钱庄，资本数万数十万不等。其营业者存款、放款、抵押汇兑，与银行略同，惟不发行兑换券，以汇兑为大宗营业。
[12]
1931

年长江下游城市遭受特大水灾，重庆出口贸易受阻，再加之“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天灾人祸接踵而至，致使业

务原已不振的重庆钱业进一步受到影响，数量锐减，只余 12 家勉强维持营业。
[3]94

1932 年初，重庆钱庄业务略有起色，家数又

回增到 20 家。1933 年又收歇 5家：裕丰（资本 10 万元，倒欠 32 万元）、宝庆（资本 7万元）、福星恒、同丰、安康（后 3家

属自动歇业，未累市面）。
[13]
1934 年 1 月 29 日，重庆恒茂钱庄宣布歇业。这家钱庄原有资本 12 万元，营业额计申票 900 余万

元，长短借贷 200 余万元。曾于 1932 年改组一次，但因历年亏空过巨，经手人长用已达 10 万元；部分存户纷提存款；该号股东

多丰都帮字号，1933 年因汉口烟土字号倒闭甚多，颇受影响；再加之做空申票，损失过大，债务达 40 余万元。
[14]
1934 年，加

上重新开业的 6 家，重庆计有同生福、正大永、谦泰、益庆、久大、和成、和济、信通、同丰、裕泰、益康、益友、复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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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永大、永庆、德安、益源 18 家钱庄。
[15]
1935 年 10 月底，重庆市陕西街福兴钱庄因受连号福兴玉盐号倒闭影响，宣告停业。

[16]
由于市面清淡，重庆钱业大多采取紧缩方式维持业务。重庆钱业公会的会员钱庄，除结束和归并者外，仅余 7 家，为历年会

员钱庄家数最少，
[3]96

1936 年回升至 17 家。

民国之后，虽然重庆已经有了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但由于商民对之不甚了解，所以业务未能广泛展开，钱庄则凭借其悠久

的历史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承担了社会金融的主要调剂任务。从重庆出口的药材、山货、盐、糖、烟叶和从沿海进口到重庆的

匹头、棉纱、五金、杂货等帮的存贷款与汇兑事项，无不依赖重庆的钱庄办理。据资料显示，当时上下货帮的款项收交和城市

商贩的资金周转多由钱庄汇兑融通，钱庄每年吸收的存款约合白银 1000 万两，贷给货帮的款项则高达 1500 万两。
[7]3

其中仅对

丝帮的贷款即达 300 万两，从 1912-1920 年间，钱庄在重庆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超过了银行。
[3]94

到全面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各

钱庄，成为了西部地区金融积汇转输之所。1936 年各钱庄之资本及其负责人情况统计如表 2：

表 2 1936 年重庆市钱庄情况统计表

钱庄名称 负责经理人 资本（万元）

同吉太钱庄 关建章 4.3

永庆钱庄 赖善成 3

益民钱庄 杨行知 2

复兴义钱庄 王雨樵 3.2

同心钱庄 李文彬 4

宝丰钱庄 吴杏初 3

和济钱庄 李柱臣 5.2

和通钱庄 甯子村 10.5

谦泰钱庄 熊崇鲁 4

同生福钱庄 王伯康 12

益友钱庄 李量才 3

和成钱庄 吴晋航 10.5

勤德钱庄 黄勤生 2

义丰钱庄 邓志荣 15

聚丰钱庄 单汝玉 2

信通钱庄 何绍伯 10

同丰钱庄 蔡元之 3.6

合计 全市钱庄共计 17 家，资本 97.3 万元

资料来源：《渝市钱庄统计》，《四川月报》第 9卷第 2期 （1936 年 8 月），第 119-121 页。

表 2 所列是 1936 年时重庆钱庄的基本情况，重庆全市有 17 家钱庄，到全面抗战爆发的 1937 年 7 月，又增加到 23 家。
[17]

从总体来看，重庆钱庄的规模与数量，1919 年达到高峰，此后逐渐减少，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数量上更是起伏不定。这说

明，钱庄逐渐让位于新式金融机构银行，只能在金融市场上起到补充与辅助的作用。

民国建立以后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的钱庄按照规模大小及营业范围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为规模较大者，主要业务

除大宗存放款项外，在上海、汉口等外埠设有分号，办理汇兑等事宜；第二级则为规模较小者，除做存放款外，关于汇兑事务

则委托人代办收交；第三级则仅仅经营普通兑换业务，大批买进或卖出辅币以期从中取利。重庆钱庄的组织结构与上海及其他

各地的钱庄并没有多大区别，一般由五个部分构成：会计、出纳（管称）、出店（赶场）、文书、经理（掌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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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期里，新式银行对钱庄经营方式的改变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34 年 5 月，吴晋航创办和成钱庄。他曾受刘航琛

邀请，出任了川康殖业银行的总务主任，对银行的业务有一定了解。因此，在钱庄创办之初，就借鉴了银行制度，如在组织结

构上，没有采取当时重庆大多数钱庄的独资经营方式，而是采取合资组织形式，资本定为 15 万元，并采用了发行股票的方式，

钱庄股份以 1000 元为 1 股，1 股 1 权，以伙友会为最高监督机关，凡有重大事项之决定，须有过半数股权之出席，出席过半数

以上之决定乃得发生效力。
[19]
在经营中，和成钱庄借鉴银行的经营理念，侧重扶助川省进出口贸易，打破了钱庄大多不设分庄

的常规做法，不仅在上海设立分庄，还在成都、万县、涪陵、南充等四川省内各地增设办事处，“树立了川省省内汇兑之基干”
[20]

。随着业务的迅速发展，作为旧式金融机构的钱庄，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于是增资改组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和成钱庄遂走

出了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1937 年 2 月 1 日，由发起人会议正式通过《和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决定将和成钱庄改为和

成银行，设总行于重庆新街口，并于国内外重要商埠设立分支行或办事处。
[21]
1937 年 5 月，和成钱庄增资 60 万，正式呈准改组

银行。
[22]
除此之外，钱庄除了经营传统的存款、放款及汇兑业务之外，还开始参与到新式金融业务中，如 1931 年间，“因受二

十一军财务政策之赐”，屡发库券与公债，钱庄积极参与其间，营业鼎盛。
[8]
在此后的重庆证券交易所中，钱庄也多做经纪人，

代客买卖有价证券，藉以获取佣金，也有直接经营公开库券者，“其间自不免有买空卖空之投机交易”
[8]
。总之，全面抗战爆发

前的重庆钱庄，无论在组织机构与业务经营方面都受到新式金融机构银行的影响，呈现出现代转型的趋向。

三、申汇市场对重庆传统金融业转型的助推

民国以后，重庆传统金融业走向现代化的表现，还体现在重庆钱业代替票号逐渐成为了申汇市场的主要掌控者，从而跨越

了钱庄业务的传统领域而步入了现代金融领域。

首先，以重庆申汇市场为纽带，钱庄将西南地区的资金网络与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申汇又称为“上海头寸”，是近

代中国各地同上海之间电汇的简称。由于上海在近代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内地商埠大都依上海转运结算。随着贸易量的

增长，各地对申汇供求数很大。各地同上海的资金划拨十分频繁，申汇即是一种埠际资金调拨方式，通过申汇将各地与上海联

系起来，于是在天津、汉口、重庆、西安、南昌、宁波、杭州等全国各重要城市形成了申汇市场，进而构筑了以上海为中心的

全国范围内的汇兑体系，使商埠之间的资金调拨畅通无阻。

近代以来，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工商业中心，而西南地区的重庆则是长江上游的经济金融重心、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

口岸。重庆在埠际贸易中以上海大宗，汇出汇入款以申汇占多数，与其他商埠交易均以申汇为清算标准。晚清时期，重庆与长

江下游各地区间金融调拨和清算，绝大部分都要通过重庆票号的金融活动来完成。自民国建立以来，由于票号的衰亡，钱庄接

替票号，成为了申汇市场的主要操控者。四川全省汇兑，以渝票为中心本位，进出口贸易总额每年平均约为关平银 7000 万两。
[23]3

重庆与上海之间的资金流量比较大，故申汇之涨落，成为重庆市场繁荣或疲弱之关键。清末民初，川省进出口贸易多系出

超，渝申间资金供需持平，申汇相对稳定。渝市申汇稳定时，约以上海归元 1000 两恰等于渝钱平银 950 两左右。重庆素来以九

七平 7钱 1分合洋 1元，向无洋厘起落。故凡以渝钱平 952 两，按九九八折合九七平，再以每元 7钱 1分合洋 1338 元 1 角 6分，

即合规元 1000 两，“是为平过”。
[24]67-68

民国之后，随着票号衰落，川江轮运开通，贸易的扩大和汇划往来的增加，重庆钱庄势

力迅速膨胀，开始在省外口岸城市设庄自行办理汇兑，逐渐取代票号而成为重庆汇兑市场的主力，操控了重庆货帮与上海的资

金汇兑，这从 1922-1931 年间的重庆申汇市场的涨跌即可得到印证。

表 3 显示了十年间重庆申汇市场的涨跌。重庆对于上海汇水伸缩，主要是受重庆与上海间货物往来贸易的影响，以重庆与

上海的进出口贸易之比差以及重庆银根之活滞为转移，如进口繁盛或当银根呆滞时，由重庆汇往上海之汇水即涨；反之，如为

出口繁盛或银根活动时即跌。其次才是受时局的影响。如涨跌幅最大的 1924 年就是受往来贸易的影响，年初的 1-3 月间，申票

价在 960-1006 两之间，3 月半以后，因上海纱价过高，买者停手，而各商调出之款，搁置颇巨，汇价遂陡落至 960-970 两，直

至 5月上旬，江水渐涨，大轮畅行，申庄渐渐进货，票价始渐增涨至 980-990 两，嗣后更逐步升高，11 月底增至 1172 两，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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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始降。而涨跌幅排第二位的 1931 年则既有贸易的因素，又受时局的影响。

表 3 1922-1931 年间重庆申汇市场涨跌幅度表

年份 涨跌区间（两） 涨跌幅度（％）

1922 1050-1002 4.8

1923 1040-960 8.3

1924 1172-960 22.1

1925 1084-960 12.9

1926 1150-978 17.6

1927 1060-950 11.6

1928 1090-930 17.2

1929 1080-980 10.2

1930 1050-993 5.7

1931 1580-1330 18.8

资料来源：重庆中国银行编：《重庆经济概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1934 年版，第 44-59 页。

从这十年的整体情况来看，前五年的涨跌还算正常。从 1927 年起，钱帮将投机申汇视为有利可图之利薮，趋之若鹜；汇兑

交易中，买空卖空盛行。加之正值北伐战争，江浙吃紧，沪市金融发生极大变化。渝申间进出口陷入有入无出状态，川帮欠申

之款，不能如期措还，导致申汇行情暴涨至 1179 两合洋 1647 元，此后渐趋稳定。1931 年夏，长江水灾，渝市人口锐减，汇价

为 1400 元（1931 年重庆实行废两改元，上海汇兑每千两以规元折合计算）上下。“九一八”后，沪市银根逐步紧缩，川帮在申

活动能力全赖调款挹注，有出无人，导致申汇率由 1400 两涨至 1600 多两，投机家更行活跃，商人、非商人、银钱业或货帮均

参与其间，市场出现极度动摇，一日之间申汇率有三四十元的升降，波及弱小钱庄，宣告搁浅者多家。
[25]

其次，以重庆申汇市场为阵地，钱庄由经营汇兑发展到利用证券交易所开拍申汇。

1932 年之前，重庆的申汇市场就设在重庆钱业公会内。每日上午十一二时，各庄派员齐集公会，短期借贷及汇兑，多在钱

业公会接洽，尤其关注买卖申票、汉票、或蓉票、叙泸票，“或一千、两千，或三万四万，赌汇水之涨落。例如申票一千元，

此地交一千零若干元，或不及一千元，在上海对期交付一千元，于中取利。亦有所估汇水涨跌不洽，以致折本者。”
[26]
期间，

重庆“申票大王”石建屏通过建记字号，大肆投机申汇，先后卖空申票达 300 余万元，获利极丰。不久遭遇“九一八”事变及

武汉水灾影响，石继续卖空，导致亏折数十万元，宣告破产，牵累市面甚大。到 10 月 31 日，汇合、恒美、鸿胜、康济等家受

牵连相继停业，在重庆酿成金融风潮。
[24]59

此后，地方军政机关开始对申汇市场进行整顿。刘湘部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刘航琛将申

汇交易交给了由银行公会主办的重庆证券交易所整理、经营。钱业公会及各庄商号认为申汇系其专营业务之一，“此项利益，

交易所不能强夺，于是又惹起极大风波。”终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明令禁止，加之钱帮团结不坚，遂先后完全加入交易所。
[25]

这样，重庆的申汇交易市场也就从原来的钱业公会搬迁到了重庆证券交易所。

重庆证券交易所中的申汇市场，每日分前后两市，成交总数，从 200 万两到数 10 万两不等，由于申汇行市的公开，得到进

出口货帮商人的赞许，汇价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还算稳定。但时间一久，因受利益驱使，经纪人与受托人竞相捏造虚假信息，

致使汇价因此剧烈变动。1932 年 6 月 30 日，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在四川美丰银行召开第十六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专题讨论申

汇奇涨问题，作出六项决议：“1、平定汇价治本办法，另由经济研究会从长计议；2、平定汇市治标办法应呈请军部撤除运现

禁令；3、开禁一层，如不能办到，请准军部发给临时现金通过证以资调剂汇市，使其渐趋安定；4、现洋流出后，利率如见提

高，本会承认今后贷与政府之款项息率，不得过二分，逾一分半时应随市作定，但市息超过二分时应请政府救济；5、公推康主

席会同钱业公会刘主席与财政当局接洽给照办法；6、现金外溢，各行库存必见低减，应由公会妥筹，相互保障办法。”
[27]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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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汇市场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7 月中旬竟将申汇烘托到 1800 元，此为渝申汇率最高记录；不及十日，行情遂步跌至 1620 元，

7月 20 日以后又达到 1720 元。
[25]
8 月 1 日，庆钱业公会与交易所的“钱交风潮”发生，钱业公所请求取締交易所。“钱业公会

每日均在报纸沥陈交易所操纵申汇，危害市场。交易所除详自辩诉外，对兹攻讦，皆置不理。”后经市政府召集两方代表，要

求钱业公会与交易所互相合作。
[28]
自石建屏投机申汇失败后，交易所与钱业协议，对于申汇，钱业做近期，交易所做远期。但

在此后的交易中，钱业中仍有做远期的，而交易所又搞投机，业务矛盾日深。此后经军方多次干预，才允许钱业入所。12 月 3

日，申汇又暴涨至 1400 元时下令交易所停拍，才告解决。
[29]
1933 年 4 月，渝市申汇在 1600 元至 1700 元间徘徊，因中央通令废

两改元，4 月 16 日为 1196 元（比较规元千两仍在 1670 左右），8 月底到 10 月初因上海货物品质欠佳，松到 1008 元，10 月中

旬后又涨到 1130 元。
[25]
1934 年下半年申汇由 8 月底的 1230 元，因种种原因，10 月半时即涨到 1420 元左右。

[30]
1934 年 10 月，

重庆市商会为平准渝申汇水，曾具呈二十一军部，请由官商合共出资 100 万元组织公司，收买土产货品运申销售，由政府特予

免税出口，以一笔为期。“军部业已照准，其商股 50 万元中拟请重庆银行公会担任大部分；对于平准汇水原则，重庆银行公会

极端赞成。”对于重庆市商会的提议，公会认为，将来公司如能组织成功，重庆市银行公会各行对于商股部分决不加重负担，

至于认股方法则与政府协商。
[27]

由上可见，1933-1935 年间，重庆申汇市场完全变成赌场，由渝汇申，每千元汇水曾达 700 元以上。
[31]
申汇市场中的涨跌起

伏，反映出时局人心的不稳定。1935 年 2 月 1日交易所被迫关闭，停拍申汇，仅由银钱业组织交易处经营。
[32]

民国之后的重庆申汇市场虽然有着很大的投机成分，但申汇市场的波动仍受制于上海。上海作为商品流通网络的中心以及

汇兑中心，主导着全国主要商品的价格和内汇市场，并主要经由钱庄向全国传导相关市场信息。重庆的钱庄则成为信息传递的

重要枢纽，相关市场信息经过重庆向更广大的西南腹地渗透与扩散，西南地区的资本也因此以重庆为集中地。这样，以重庆申

汇市场为纽带，将西南地区的资金网络与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重庆的申汇市场还集中反映了传统金融业的现代化趋势：

一是顺应时势，将业务从传统的业务经营顺利转到进出口贸易的货币清算为主，二是钱庄在掌控重庆申汇市场的过程中，还能

利用现代化的重庆证券交易所开拍申汇。

四、结语

1891 年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深入，重庆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对外开埠的口岸城市。重庆也因它独特的地理位

置，逐渐发展成为了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中心，重庆的传统金融业因此开启了向现代金融的艰难转型。这种转型，表现出清晰

的由量变到质变的特点。重庆开埠，不仅使传统金融机构和业务总量大幅增长，也使之由参与国内贸易发展到参与进出口贸易。

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由汇兑发展到开拍申汇、投资公债，也开始将资本投向现代实业。总之，重庆传统金融业发展与演

变的历史，不仅集中体现了西方列强不断深入中国内陆，侵略中国西部的历史影响，同时，也呈现了中国西部城市走向经济金

融现代化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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